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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竺可桢十分重视人口问题，对人口密度、人口调查、计划生育、人口素质、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思考，尤其重视人口与水土保持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人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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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中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以往对他的研究集中在其科学思想、地理学思想、教育思想等方面。实际上，竺可桢还十分重视人口问题，认为“人口问题为目前全世界极重要之问题”。本文通过梳理他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认为贯穿其一生，人口问题是他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人口思想。

1  对人口问题的关注
竺可桢的日记中散落着大量对人口问题的记录,包括历史上中国和世界的人口状况，以及中外人口状况的比较等。如1941年3月5日的日记中，他就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据Carr Sandes《人口论》一书中谓1840年全世界人口约十万万，而当时中国人口为三万四千万[三万万四千万]，即占34%，目前世界人口增殖二十万万，而中国人口则为四万四千万，约占22%。这就表示我国人口已逐达饱和。而西方由于瘟疫流行，水旱灾频仍之缘故，在欧洲十八世纪末叶的时候，正当鲁易士十四在法国王位，那时法国人口三倍于英，二倍于德及俄，到如今则反在英国之下，不及德国三分之二，只抵俄国四分之一，可见国势盛衰与人口增减大有关系。”[1]
此外，竺可桢在日记中还记录了许多学者对人口问题的论述，以马尔萨斯、洪亮吉和马寅初等人最多。在日记中，他曾写到：“马尔萨斯所著《人口原则论》中谓‘人口增加之能力，远过于地球上食物供应之能力’，其言至今而益信。”[2]当读到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上有关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统计，又使他相信了马尔萨斯所谓的“庸调之赋愈增，则人口之数愈减”的道理。[1]534他还从徐光启的著作中发现了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增长依照几何级数的等比级数增进的例子，并推论人口增长甚至与朝代更替有着直接的关系：“徐光启处置宗禄、查核边饷的奏议里边，曾列举数字。……明朝亲郡王男女的数目，在洪武中是五十八人，到永乐时，为一百二十七人，隆庆初（一五六七年）增到二万八千人，万历甲辰（一六〇四年）再增到六万二千人。照徐光启的估计，各时期统是每三十年增加一倍。但按照实际数字计算，平均每二十二年即可增加一倍，比马尔萨斯所假定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还要快。到后来这笔宗禄，成为国库极大负担，使国防边饷都无着落。明朝的亡国，宗禄是重要原因之一。”[3]
而他对洪亮吉的认识，来自1943年读到田茂三郎所著的《支那人口问题》中引用的洪亮吉《意言》卷二十“治平篇”的内容。之后又读到的张荫麟《洪亮吉及其人口论》，增进了他对洪亮吉的了解：“谓清代整理国故，须推戴震与洪亮吉，但任公先生论清代人物，盛推东原，而于洪则一字未提，可谓有幸有不幸也。马尔萨斯人口论，在西方已有Plato、Aristotle、Walter Raleigh、Arthur Young、J·Townsand、B·Franklin为之先驱，但洪之人口论则异军突起，弥可宝贵也。”[4]
竺可桢多次对洪亮吉和马尔萨斯进行比较：“十八世纪末页，英国的马尔萨斯出版了他的《人口论》，说人口的增加是依照几何级数增加，粮食的增产是依照算数级数增加，所以人口增长的速度超出粮食的增长速度，必然会酿成人口过剩的现象，而发生水灾旱灾、瘟疫或者战争。但是早在《人口论》第一版出版的四年前，洪亮吉就看到天下太平已久，人口繁殖、生产不增，物价昂贵的情形，写了《治平》这篇文章。”[5]根据出版时间，他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应改称为“洪亮吉人口论”。从具体内容比较：“洪亮吉的《意言》写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正是人口压力膨胀得很高的时候。十九世纪中国人口虽仍有增进，但远不及十八世纪后半叶的迅速了。相反地，欧洲的人口从马尔萨斯人口论出版以后，依然激增，使十九世纪成为历史上欧西人口增加最迅速的一个时期。……但从现在看起来，洪亮吉那时在太平之世，蒿目时艰，好像已经见到道光以后民穷财尽所引起的一连串农民革命，可称为有先见之明。在欧洲方面，十九世纪经济的发达，人口的骤增，却使马尔萨斯的理论，成为无的放矢。” [5]他认为这之间的区别是由于十九世纪欧洲近代科学的勃兴，使农业工业生产大大地增加，使马尔萨斯人口论之不能适用于十九世纪的欧洲。但是，他也认识到：“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加速率是几何级数，而食物生产增加是数学级数，其言简而包含甚广。洪氏的说法则比较笼统：‘然言其户，则视卅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虽然几何学从明末已经传入中国，但是洪亮吉并没有使用这一名称，比较而言，马尔萨斯对于数字更为精密。”[5]
建国后，竺可桢多次与马寅初、邵力子等人一起建言国家的人口政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上，当马寅初提出浙江省二千万人口，一年就增加六十万，即3%时，他依此计算出“五十年后浙江将有八千七百万，如每年增加2%，则五十年后达五千三百万。以全国论，每年2%，五十年后达十六亿一千万，以1.5%计，则达十二亿六千万。但粮食速度反不如人口快。……1952-53年粮食增产1.3%，1953-54年增产2.3%，而五年计划1952-57年要加17.6%，每年要加3.3%（此数近二年未达到）”。[6]由此，他认为人口与粮食的矛盾会变得日益严重。而当邵力子在会上提出限制生育减少人口，主张用结婚后小孩多者可以隔断男子输精管的办法遭到反对时，竺可桢和马寅初都表示支持他的意见。之后，竺可桢还建议马寅初将他的演讲稿加以修改，把主题从限制人口改为促进科学技术，并允诺对马稿提意见。而当7月19日的会议上，宋云彬、周建人、冯雪峰等人反对马寅初限制人口在六亿，以及邵力子宣传生育限制的看法，宋甚至对人口的几何级数递进的立论亦不承认时，竺可桢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并明确提出“国家对于人口应有一个政策，不应任其自由发展。”[6]135
2  对人口问题的研究
在关注学者们对人口问题的论述的同时，竺可桢也很早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自己的思考。早在1925年2月，他在写给张其昀的信中就表示：“欲作中国人口问题之研究，但以各省人口密度尚未测竣，不欲下笔。”竺可桢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人口密度
1922年，他发表了《地理对于人生之影响》一文，第一次关注到人口密度：“据最近调查，平均江苏每方哩人口六百二十人，山东六百八十人。但到山岭众多的省分，人口就少了，云南每方哩只有七十八人，甘肃七十二人。西藏更少，每方哩只有十四人。贫瘠地方，要保持现在这些人口，尚十分困难。将来人口增加，自然更难摆布了。” [2]369
1926年，他发表了《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是对人口密度问题的第一次系统论述。文章认为虽然我国面积很大，但是“包罗大漠，囊括世界最高之高原西藏，大部皆为不毛之地。” [2]503他利用江浙人口统计数据与国内外其他地区比较，计算出此地人口密度远远大于其他地区。但是他深知人口密度问题远不足以表示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应该考察相对密度：“即一地现有之人口，与其充量能供给之人口（饱和点）之比也。”他认为这一饱和点应该由四个方面来决定：（一）能供给食物地亩之多寡。民以食为天，一国之人口问题，实即其粮食问题。……是故人口密度之多寡，不应以概括的总面积为标准，实应以能种植食物之面积为标准。（二）每亩之生产量。栽培食物地亩之面积同矣，而每亩五谷之出产亦往往大相径庭。……收获之多寡，于一地所能供给之人口亦大有关系也。（三）工业化之程度，但人口之饱和点，与气象学上温度之饱和点相类，随环境而更变。硗瘠之区，苟发现佳良之矿产，则其人口即可陡增。（四）生活程度之高下。一方哩内所能供给之人口，又须视乎人民之生活程度而定，如人人需食丰履厚，居广厦而尝膏粱，则人口之饱和点势必为低减。[2]503他认为虽然前两项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仍可知“江浙两省以农业之区，而人口密度乃反超出于工业化之英荷比诸国。苟不设法以谋补救之方，则一般人民之生活程度，永无提高之希望。大多数人民均将过一种柯克司所谓‘种马铃薯、吃马铃薯和死去’的生活。江浙两省，富庶甲于我国尚如此，则他省更可知。然则人口问题之研究诚为目前不可缓之举也。”[2]503
1936年，竺可桢在《中国的地理环境》中又再次提到人口密度问题，“有人以为中国的人口分布，不患多而患不均，这是有相当理由的，譬如欧洲的面积和中国差不多，但是它的人口五万一千万，密度每方公里四四人，而中国每方公里只四一人，但是中国和欧洲的地理环境的不能相提并论。比如西北的人口密度均在每方公里一人以下，但是从当时气象研究所绘制的雨量图来看，西北雨量均在五毫米以下，同时高度多在一千公尺以上，极少平原，并不适合于耕作。” [3]317
2.2  人口与灾害
在《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一文中，他从中国的气候、地形、地质三方面分析了地理环境与水灾的关系，认为这些都是直隶多水灾的主要原因。同时，他也十分重视人为因素对水灾的影响。通过历史的考察，他认为“直隶在最近三世纪中之所以多水灾，恐怕与直隶的人口和农业有关。……从人口来看，在元代时天津人口还非常稀少。明末天津附件如武清、沧州等七县人口忽然增加至一百二十万。这期间只有二三百年。而以后的人口增加，再也没有如此之快。从这点看来，直隶近三世纪的水灾特多，说是因为人口的增多和海河平原上农事的勃兴，恐怕是一个比较的最圆满的解释罢。” [2]580
1936年，在《中国的地理环境》中他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认为灾荒之所以造成大量人口受灾的原因，“虽多半是由于水利不兴，交通不便，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人口过剩问题。……凡是一年雨量在500mm以下的地方，只能作为游牧的草地，而不适合于农耕；250mm以下的地方，就成为半沙漠和沙漠地。”[3]317
2.3  人口调查
竺可桢很早认识到人口调查的重要性，“人口调查而尚鲜如凤毛麟角。犹之治病然，必也知病根之所在，而后方能施术奏效。不然则虽病入膏肓，命在旦夕，而尚瞢然无知。是以人口之调查与研究，实为我国不容缓之事也。” [2]503建国后，在和陈达的谈话中，他得知美国调查1950年人口统计于三年以前已经开始准备工作，且要花费一百亿美元费用，即每人平均要摊到七角。他认为这样消耗巨大，提出用“飞机测量图及盐之消耗的方式。” [7]
2.4  控制人口增长
竺可桢认为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原因，尤其“明代以前中国人口之不能增多，殆以此（玉蜀黍与番薯的广泛种植）故。” [1]370他还从人均的寿命长短，看出了中国人口的饱和：“最近陈长衡先生在《经济年鉴》里，列了一个统计，是极有意义的，这个统计依广东中山县李氏家谱，从元顺帝至前清光绪，分为五个时期，他列举各个时代李家男女平均寿命的长短，其中如女子平均寿命长于男子，以及老年人各时期的变动极少，这统和各国的统计相同，最可怪的，就在这五百年中二三十岁的人，他的平均寿命，各时期除十七世纪有特殊原因外，皆渐渐减少，据陈先生的意见，以为这是因为人口渐多营养渐形缺乏之故。但是陈先生所统计，还是南方的广东人，若是北方人和广东人比较，那北方的普通人民吃的更苦，营养更为缺乏，所以中国普通人民的穷苦和人口的过于饱和，是没有问题的了。”[3]317
因此，他认为限制人口增长刻不容缓：“农村人口之限制生育限制为近世文明之副产品，国人对之应取一定之政策，若任其自然传播，则流弊甚大，在英美各国已成人口上重大问题。因生育限制知识之传播，在知识阶级最为迅速，而农工阶级既乏医生之指导，复少诵读之机缘，故多不知生育限制之方法。由是知识阶级之子女日益减少，而农工阶级之子女则相形之下日益增多。我国农民占人口之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乡间人口早达饱和。据最近中央农业试验〈场〉之统计，自同治末年以迄民国二十二年，六十年间，农民人口增加百分之三十一，而同时耕地只增加百分之一。即使政府对于以后六十年中能尽量开垦荒地，耕地之增加必不能如人口增加之迅速。且可开垦之荒地有限，而乡村人口之增加无穷。目前农民之生活已在贫穷线以下，若再增加人口，则不流为盗贼必变为饿莩耳。至于城邑中工业之发达，虽可吸收乡村所增加一部分之人口，但以中国农民数目过巨，如以人口四万万计，则至少三万万为农民，过去六十年增加九千万，而将来之六十年如依照过去之比例，则所增加之数必达一万一千万〔一亿一千万〕。即使六十年中我国工业能发达与欧美现状相等，则亦只能容纳此数之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而已，其余百分之八九十仍须另谋出路。故为今之计，政府应设法教导农民以生育之限制。或谓目今德、意、日本各国，方竞谋人口之增加，而我乃背道而驰，不啻民族之自杀也。” [3]228
2.5  实行计划生育
他很早就注意到婚姻与人口的关系，在1917年《论早婚及姻属嫁娶之害论早婚及姻属嫁娶之害》一文中，他提到“夫为父母之愿，男有家而女有室，人情也。使人类而无男女生养之大欲，则百年以内，行将灭迹于全球矣。特必以延嗣为人生惟一之目的，则误矣。……我国婚娶多在男女发育期及成长期〈之期〉。当此之时，正如花之将放，宜培之，植之，厚养之，以期其焕发。不然则安能望花之畅茂，而果之丰润乎。” [2]50也就是提倡应该晚婚，使青年人有更多的时间学习。

1965年，在《黄淮海封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目前城乡医疗卫生事业正在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不断提高，如果不适当进行计划生育，不适当提倡晚婚，那么人口的递增率估计还得增加。我们有计划地发展一切事业，如果在人口问题上不是有计划去对待，那么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还是要受到影响的，粮食增产以后，由于人口的增加，按人口分配粮食的数量还是不能迅速增长的。同时计划生育以后也有利于妇女健康，有利于家庭经济安排，有利于对子女的教育等等。” [8]而在看到国内很多人“知道节育，用节育环”、国家成立计划生育专题研究委员会开始避孕药具和口服避孕药的研究后，竺可桢深感欣喜。

2.6  提高人口素质，增加平均寿命
在限制人口数量的同时，竺可桢提出要通过教育的普及来提高人口素质，因为“生育子女而无财力以教育之，使成良好之国民，则不如不生育之为愈也。……人民可贵在质不在量。如以量而论，则我国在今日世界固已首屈一指矣，而何以人仍为刀俎我仍为鱼肉也。” [3]2281947年9月17日的日记中，他写到：“浙全省人口二千零四十四万，国民学校数一万八千，民众学校八千八百，学龄儿童二百一十五万人，在学儿童一百二十八万，约1/2强。成年文盲2154000，在学成年只二十六万四千余人。” [9]他还引用管子的名言“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来说明这个问题，认为“不谋先实仓廪足衣食，而徒谋人口之增加，是率全国之人而群趋于不知礼节、不审辱荣之道也。”[3]228
作为科学家，竺可桢提出要借助科学的力量，提高平均寿命。他曾在江苏医学院的纪念周上做过“医药研究与抗战建国”的演讲：“寿命之延长虽不免使人口中老年人逐渐增多，而社会或有暮气，但于个人、于民族之造福实不浅”[1]30而要实现寿命的延长，就要讲究卫生与发展医学。“在英国人口四分之三可以活到四十岁，全人口二分之一，可以活到六十五岁，全人口四分之一可以活到七十五岁，可见得我国人生寿命的延长，前途正是无量。只要科学昌明，卫生讲究，不但天花、虎疫〔霍乱〕可以消灭，就是伤寒、喉症〔白喉〕、猩红热也可以绝迹。……而水与牛奶的消毒，营养学的进步，亦一极大帮助。钙质如多，则幼年易于发达，壮年精力更强，老年不易衰退。”[3]56
2.7  人口的青年化和老龄化
竺可桢还很早的注意到人口的老龄化以及年轻化的问题，曾在日记中写到“在1900年，美国人平均寿命只48岁，1920年增至54岁，1940年又增至65岁了。在1900年人口中13.7%在四十五岁以上。至1940年老年人口占20.2%，三十五岁以上人口则自4.1%增至6.3%，只1980年40%以上将在四十五岁以上矣。”[1]222而当看到1953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中青年人口在40%以上时，更是让他觉得担忧。不仅对于人口过快增长，而且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人口增长缓慢，他也一直留意和思考。如得知月池村全村均姓彭，而月池东北之文溪则姓匡，排田则姓萧，他怀疑“此处村庄多一姓，人口之所以不能繁殖或以是故欤？” [10]而“泰和、吉安一带人口不能蕃植，……但雍正后此间人口即减退。据王子轩之意，以为由于宗族观念太深及女子操作太劳之故。” [10]536 

3  结语
在1962年4月15日的日记中，竺可桢写到：“提案凡163件，其中我觉得重要的，有关于水土流失，第161关于江西省兴国县淤沙为患案，第48案汪胡桢纠正山区水土流失案和关于节制生育（邓颖超等提43案，徐志芬等11人提57案，邵力子提97号案和杨之华等提保护妇婴健康第134号案等）。我认为这二事，节制生育和水土保持乃当今之急务。” [11]
这段话可以说是竺可桢人口思想的总结，结合他之前的思考，可见他始终是把人口问题与水土保持联系起来思考。在他看来，控制人口会减少由其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问题，减少对农田、森林、草地的过度开垦，水土流失的治理才能够实现，自然环境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才能真正做到“今天与明天之间、社会需要与资源可能之间的调节与平衡。”作为地理学家，竺可桢十分重视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这使他自然的关注到人口问题及其重要性。作为科学家，竺可桢很早提出用科学方法来解决人口问题。贯穿他的一生，无论是民国时期作为大学教授或者大学校长，还是在建国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都始终坚持着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并结合社会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人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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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龚高法的《竺可桢先生对人口问题的论述》（《人口与经济》，1986年第4期）、高泳源的《竺可桢与人口问题》（《地理研究》，1991年第1期）、孙承晟的《竺可桢与可持续发展》（北京大学硕士论文）三篇文章。此外，樊洪业提出：“根据他（竺可桢）对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持久深切的关注和从历史角度对人类命运表现出来的深层忧虑我们可以隐约看地看到‘可持续发展’这一重要思想的先期萌动。”竺可桢著，樊洪业、段异兵编，《竺可桢文录》，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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